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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被地理学：从传统植被地理学到功能植被地
理学

倪　 健１，２， ∗， 夏　 洁１， 程　 琦１

１ 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２ 浙江金华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本文回顾总结了我国植被地理学发展的历史，展望了其从传统植被地理学到功能地理学的未来研究趋势。 作为研究植被

地理分布规律的一门科学，植被地理学在我国经历了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四个阶段：早期起步阶段，主要是新中国成立

前（１９２０ 年代—１９４９）的植物地理学和植被地理学的零星工作；初期成长阶段，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１９４９—
１９８０）的传统植被地理学研究；中期迅速发展阶段，主要包括改革开放后至经济迅速发展时期（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在全球气候变化

国际研究背景下的植被地理学研究；近期转型与拓展阶段，主要是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及信息时代（２０００—至今），面向全球环境

变化的植被地理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植被综合区划与生态功能区划、中国植被分类系统订正、中国植被

图与植被志编纂、古植被地理学、植被地理模拟预测与情景分析、植物功能性状和生态化学计量学的功能植被地理学等 ６ 个方

面取得了可喜成果。 今后，需要在以下 ４ 个方面开展更广泛的精细与纵深研究：加强更多精细化的植被地理学研究，编纂新一

代中国植被图与中国植被志；深入开展人类干扰的植被地理学研究；以植物性状研究为契机，拓展宏观功能植被地理学研究；交
叉融合谱系植物地理学，开展长期功能植被地理学研究。
关键词：植被地理学；中国植被；气候变化；人类干扰；功能植被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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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洪堡（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于 １９ 世纪早期创建生物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海克尔（Ｅｒｎｓｔ Ｈａｅｃｋｅｌ）
于 １９ 世纪中期提出生态学的概念以来，对植物与植物群落地理分布格局的研究不断发展壮大。 生物地理学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是生物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是研究地球上的生物群落及其组成成分在时间和空间上地理

分布及其形成原因的一门学科，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 如果按照研究对象的生物群划分，生物地理学的

主要分支学科包括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微生物地理学等。 其中，植物地理学（Ｐｌａｎ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是研究植

物分布规律的科学，若按其植物学界的狭义定义，主要涉及植物种属与植物区系的地理分布与分区现状和历

史变迁，以及现代和地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在物种分布区和植物区系形成中的作用等有关植物区系地理学

（Ｐｌａｎｔ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研究。 若按其生态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广义理解，植物地理学则包括植物区系地理学

和植物生态地理学（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后者主要研究植物种群、群落和植被类型等不同层次的地理

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尤其是植物群落地理学或地植物学（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Ｇｅｏｂｏｔａｎｙ）与植被地

理学（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或者将植被地理学包括在植物群落地理学之内。 总之，植被地理学尚未见清晰、
明确的定义，但按照植物地理学的概念，可以定义其是研究植被地理分布规律的科学，该学科不包括物种水平

的植物分布格局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仅限于植被类型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环境影响机制。 因此，采用植物地

理学的狭义定义，植被地理学不包含在植物地理学中，而是一个与植物地理学平行的植物生态学分支学科。
植物地理学只关注物种水平和植物科属区系的地理分布，而植被地理学只关注植被类型水平的地理分布。

自洪堡时代与植被地理学相关的研究至今，经过近 ２ 个世纪的发展，全球植被地理学取得了诸多成果。
我国的植被地理学研究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不仅融入全球学科的发展历程中，也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因此，本文从植被地理分布的角度来回顾我国植被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并展望其未来趋势。
但由于植被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的研究是交叉的，尤其在学科发展的早期二者难以相互剥离、完全隔离，因此

在叙述我国植被地理学的早期发展历史时也会涉及一些植物地理学的工作。

１　 中国植被地理学发展历史

中国近代植被地理学的发展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这些发展阶段皆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重要历史事

件密切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作者经历的限制，对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之间的历史事件描述，主要参考

两篇重要文献；一是宋永昌先生编著的《植被生态学》（第二版）第一章“绪论”中关于植被生态学在中国的发

展［１］，二是中国科学院中国植被图编辑委员会编辑、张新时先生主编的《中国植被及其地理格局》第一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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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关于中国植被制图研究简史的介绍［２］。
１．１　 早期起步阶段

我国远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就有植物群落分布与土壤、地形和水分关系的论述，如《管子·地员》、《尚书·禹

贡》和《诗经》等古典名籍［１］，这些早期的萌芽研究，反映了朴素的植被地理学思想。 而我国近代植被地理学

的工作，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前（１９２０ 年代—１９４９）的植物地理学和植被地理学的零星工作。 在此时期，国家

战乱，社会动荡，无论是国民经济还是科学研究均非常艰辛，由此植被地理学的工作也较少，缺乏系统性。
我国早期植被地理学的工作通常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同步开展，最早的植被地理学研究是钱崇澍 １９２７ 年

发表的《安徽黄山植被和区系的初步记录》 ［３］，以及 １９３２ 年发表的《南京钟山之森林》 ［４］和《南京钟山岩脊的

植被》 ［５］。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工作较多，包括刘慎谔的一系列论文：《中国北部及西部植物地理概论》 ［６］、《河北渤海

湾沿岸植物分布之研究》 ［７］、《中国南部及西南植物地理概要》 ［８］、《黄山植物分布概要》 ［９］。 同期还有樊庆笙

的《安徽九华山植生区之观察》 ［１０］；杨承元的《西山和小五台山的森林植被》 ［１１］；郑万钧和许绍南的《峨边森

林调查报告》 ［１２］以及王启无的《云南植被的初步研究》 ［１３］等。 该时期的研究主要为少数和局部地区的植物群

落特征描述，以及植物地理方面的工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植被地理学研究。
进入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科学家们开始关注植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些较大区域的森林植被地理

分布调查结果。 如，侯学煜的《贵州中北部植物分布与土壤》 ［１４］，张宏达的《西沙群岛的植被》 ［１５］，郑万钧的

《湖南莽山森林之观察》 ［１６］，以及邓叔群《甘肃的森林区及其生态概况》 ［１７］、《藏东高原的森林地理》 ［１８］ 和《中
国森林地理纲要》 ［１９］。
１．２　 初期成长阶段

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１９４９—１９８０）的传统植被地理学研究。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
国面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挑战，国家发展需求强大，但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典型特征，区域

经济发展平衡，科研管理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经费以国家拨款为主。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集中开展了多次大规模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自然规划工作［１—２］，

比如，华南橡胶宜林地勘察（１９５２—１９５５），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１９５３—１９５５），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西藏（１９５１—１９７６）、新疆（１９５６—１９５９）、甘肃、青海（１９５８—１９６０）等综合考察，西南（１９５７—
１９６１）和华南（１９５８—１９６１）热带生物资源考察，西北和内蒙古地区沙漠综合考察（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内蒙古与宁

夏综合考察（１９６０—１９６３），以及黑龙江土地资源综合考察（１９７３—１９７７）等。
在此期间，曲仲湘等［２０］、曲仲湘和文振旺［２１—２２］ 调查研究了南京地区的森林植被，诸多专著发表，如侯学

煜《中国境内酸性土钙质土和盐碱土的指示植物》 ［２３］，以及《植物生态地理学的内容任务概念和研究方

法》 ［２４］，钱崇澍等的《中国植被的类型》 ［２５］以及《中国植被区划草案》 ［２６］，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主

编《中国植被区划》 ［２７］，侯学煜出版《中国的植被》 ［２８］等著作，该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植被地理学研究的春天。
而且，一大批研究所和高等院校开始设置专门的研究室，开设地植物学和植物地理学相关专业和课程，举

办了一批培训班。 １９５８ 年创建《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资料丛刊》，１９６３ 年改为《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

刊》（现在《植物生态学报》前身），直到 １９６５ 年为止，极大促进了我国植被生态学的发展［１］。 比如，该杂志

１９６３ 年第 ２ 期发表了 １９ 篇关于植被分类与分区的论文，１９６４ 年第 １ 期发表了 １２ 篇植被界线问题探讨的论

文，１９６４ 年第 ２ 期发表了 ８ 篇中国植被分区论文，如侯学煜关于植被分区方案的讨论［２９—３０］。 还有 １９５２ 年创

刊的《植物学报》（现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 前身），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也发表了一些植被地理

学的研究论文，如刘慎谔等关于中国植被区划的若干原则问题讨论［３１—３２］。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我国植被生态学的研究因人为原因而停滞，但仍有一批科学工作者在十分艰难的

条件下坚持工作。 尤其是台湾地区的植被地理研究仍在进行，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发表了较多论著，如刘棠瑞《台
湾森林植物的植物地理学考察》 ［３３］、章乐民《红桧、台湾扁柏混交林生态之研究》 ［３４］、《台湾热带雨林生态之

３００６　 １４ 期 　 　 　 倪健　 等：中国植被地理学：从传统植被地理学到功能植被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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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３５］和《恒春半岛季风林生态之研究》 ［３６］，以及柳榗等《台湾主要林型生态之调查》 ［３７］和《台湾植物群落

分类之研究》 ［３８］等。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我国植被生态

学研究又开始了蓬勃的发展，此后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陆续出版的中国植被和各省植被，大部分是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野外调查工作的详细总结。
１９８０ 年以吴征镒为主编的《中国植被》 ［３９］ 一书的出版，是该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我国植被地理学

的工作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此前此后，各省区的植被专著陆续问世，配合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的一些新植被调

查总结，一直延续到 ２１ 世纪初期，如：《广东植被》 ［４０］、《新疆植被及其利用》 ［４１］、《四川植被》 ［４２］、《安徽植

被》 ［４３］、《内蒙古植被》 ［４４］、 《青海植被》 ［４５］、 《云南植被》 ［４６］、 《贵州植被》 ［４７］、 《西藏植被》 ［４８］、 《福建植

被》 ［４９］、《湖南植被》 ［５０］、《台湾植被》 ［５１］、《河北植被》 ［５２］、《陕西植被》 ［５３］、《山东植被》 ［５４］、《吉林植被》 ［５５］、
《山西植被》 ［５６］、《广西植被》（第一卷） ［５７］ 和《广西植被志要》（上、下） ［５８］、《海南植被志》（第一卷） ［５９］，以及

《台湾植被志》 ［６０］等。 还有一些区域植被研究，如《中国大兴安岭植被》 ［６１］、《中国小兴安岭植被》 ［６２］、《中国

东北植被地理》 ［６３］。 同时，不同比例尺的中国植被图（如 １∶４００ 万）和中国植被区划图（如 １∶１４００ 万） ［６４］，以
及在地区性植被专著发行的同时，各省区的植被图和植被区划图也得以编辑出版。

除了全国和区域性的植被专著外，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专业性的植被专著，如 １９８４—２０００ 年间出版的《中
国森林》１—４ 卷［６５］，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出版的各省森林，以及《中国森林群落分类及其群落学特征》 ［６６］ 和最近出版

的第二版［６７］。 还有专门的植被专著，如《红树林》 ［６８］、《中国常绿阔叶林》 ［６９］、《中国沼泽》 ［７０］、《中国湿地植

被》 ［７１］和《中国的草原》 ［７２］等。
在这一时期，作为综合自然区划的一部分，植被地理学的植被区划研究，推动了以地理地域分异规律指导

全国各地的大农业生产。 例如，林学上的“适地适树”概念，就是植被地理学中植被地域分异规律的“因地制

宜”式活学活用。 另外，将植被地理学中的植被区划与植被分类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清晰区分，也是

植被地理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通过上述植被专著出版及植被制图工作，我国已基本上摸清了全国植被资源状况，尤其是主要植被类型

及其地理分布规律，以及不同尺度植被格局的环境控制因素，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我国学者也将植被地理学研究成果推介到国际学界，如全国植被及其地理分

布［７３］、青藏高原植被及其大气环境格局控制和全国植被的关系［７４］。
１．３　 中期迅速发展阶段

主要包括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迅速发展时期（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研究背景下的植被地理

学研究。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序幕拉开，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根本性创新转变，由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成了通过市场的供求、价格、竞争等决定社会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全国经济快速发展。 １９７８ 年全国科技大会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我国迎

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科技体制逐渐发生转变并不断深化，科学基金制

开始实施，科技拨款由单纯的国家拨款，转变为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项目的申报和竞争为主的体制。
同时，科研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科研评价体制也在发生变革，国家和部门人才计划实施，均对科学发展起到了

极大的促进作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中期，传统的植被地理学工作继续延续，除了关注植被地理格局的气候驱动之

外，还关注土壤在控制植被地理分布中的作用，以及与生态系统功能的联系。 代表性工作有侯学煜的专著

《中国植被地理及优势植物化学成分》 ［７５］，这应该是我国生态化学计量学与植物功能性状研究的开篇之作。
在《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中，侯学煜的《中国植被地理》 ［７６］，是对我国植被地理学研究的阶段性集成与总

结。 为纪念侯学煜先生，以老一辈植被生态学家为主编辑出版了《植被生态学研究―纪念著名生态学家侯学

煜教授》 ［７７］，其中第二部分“植被生态”，发表了有关植被地理分区制图和植被分类的 １８ 篇重要文章。 而其

“大农业”观点集中体现于《生态学与大农业发展》专著［７８］，农、林、牧、渔和多种经营联合统筹发展，则是将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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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地理学原理、生态系统与环境综合关系应用于大农业生产的典范。
在此期间，多部数量生态学译著的出版，包括《数学生态学引论》 ［７９］、《植物群落分类》 ［８０］、《植物群落排

序》 ［８１］，以及国内生态学家专著的出版，包括阳含熙和卢泽愚《植被生态学的数量分类方法》 ［８２］，张金屯《植
被数量生态学方法》 ［８３］，余世孝《数学生态学导论》 ［８４］，促进了我国植被数量生态学的发展，在植物群落排序、
分类、格局分析及与环境相互关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植被地理学研究从定性描

述迈向定量分析。 以张新时院士为主导的中国科学院数量生态学重点实验室（植被与环境演变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前身）于 １９９３ 年成立，是我国植被数量生态学发展的里程碑，将中国的植被地理学研究带入了数字化

时代。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全球变化研究开始兴起，我国植被地理学工作转向全国植被与气候关系的研

究，利用国际上的植被⁃气候分类指标和分类系统，研究全国和区域植被的地理分布格局与宏观气候的关系，
从而为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植被的影响奠定基础。 代表性工作有，基于 Ｐｅｎｍａｎ 的可能蒸散指标［８５］、
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 的可能蒸散和湿润指数［８６］和 Ｈ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生命地带分类系统［８７—８８］，分别分析了我国植被地带的不

同气候指标特征，以及基于相关统计所得气候变化背景下净初级生产力的变化。 基于 Ｋｉｒａ 的温暖指数、寒冷

指数和湿度指数，研究东北地区植被与水热条件的关系［８９—９０］，中国植被分布与气候的关系及植被类型分布的

气候界限［９１—９３］，以及东亚北纬 ３０ °地区垂直植被带地理分异［９４］。 另外，方精云还以年均气温和年降水量来

刻画东亚地区的植被气候类型［９５］。 张新时院士领导和组织在 １９９３ 年创建的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ＩＧＢＰ）认
可的我国两条全球变化陆地样带（中国东北样带 ＮＥＣＴ 和中国东部南北样带 ＮＳＴＥＣ），实现了中国植被地理

学与气候变化研究的重大跨越。
在此期间，生态学定位研究开始起步，尤其是中国科学院最早于 １９５６ 年建立了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不断扩展其野外台站数量，１９８８ 年组建成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ＣＥＲＮ），逐渐形

成一个以农田、森林、草地、荒漠、湿地、湖泊、海洋和城市生态系统为长期监测对象，以水分、土壤、大气、生物、
水域生态系统 ５ 个学科分中心和 １ 个综合研究中心所组成的野外台站网络，原国家林业局、环保局、海洋局和

农业部等部门，也建立了各自的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网络。 在 ２００５ 年，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启动，
首批选拔了 １０５ 个国家野外站，包括了 ５３ 个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２０２０ 年经评估调整，又新增

６９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包括 ４４ 个生态系统野外站点。 由此，一个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

（ＣＮＥＲＮ）逐步形成。 这些野外台站及其网络的建设，为我国现代植被地理学的长期定位研究奠定了良好

基础。
在 ２０ 世纪末期编辑出版的一些专著或者研究进展综述文章中［９６—１０１］，可散见上述工作的总结。

１．４　 近期转型与拓展阶段

主要是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及信息时代（２０００—至今），面向全球环境变化的植被地理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从 ２０ 世纪末期开始，国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发展中部地区”等战略措

施，全国经济稳定、各地区协调发展。 科技体制进一步发展完善。 在科技机构改革方面，技术开发类院所进行

企业转制，公益类科研机构开始分类管理。 科研拨款制度再深入，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等的

项目竞争体制，如 ２０ 世纪末期实施的 ９７３ 计划，近期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科研机

构还可以过技术转让、开展社会服务、开发新产品等方式积极增收，科研经费的来源渠道不断拓展。 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组织部的国家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项目等为代表的人才计划不断完善，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一系列科技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深入

推进了科技发展与创新。
随着全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数据信息时代的到来，我国植被地理学也在 ２１ 世纪迎来了绝好的发展机

遇，在全球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大背景下，多学科与多领域交叉融合，得到了全面发展与

繁荣。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５００６　 １４ 期 　 　 　 倪健　 等：中国植被地理学：从传统植被地理学到功能植被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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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植被综合区划与生态功能区划

在单一考虑植被与气候、土壤等因素的简单植被区划的基础上，生态学工作者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开

始，尝试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包括人类活动干扰）的植被综合区划，在新时期开始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的探

索。 比如，综合考虑气候、土壤、地形、植被、动植物区系等多种因子，开展了以生物多样性为目标的生态地理

区划［１０２］，以及以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生产范式发展为目标的西北干旱区生态区划［１０３］。 Ｆａｎｇ 等［１０４］ 考虑人

类活动干扰下的原生和次生植被与气候的综合关系，对我国植被带进行了新的划分，并讨论了几条植被带的

界线问题，比如秦岭⁃淮河不能作为亚热带植被的北界，而根据 Ｋｉｒａ 的温暖指数，应该沿长江北岸，从杭州湾到

太湖、安徽的宣城和铜陵、大别山南坡，到武汉及其西部；热带植被带仅局限于海南岛东南部和台湾岛南端的

局部区域；暖温带划分为落叶阔叶疏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区，以秦岭⁃淮河为界；我国东北地区的地带性

植被应为落叶阔叶疏林。
以揭示我国不同生态区单元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形成机制，为全国和区域的生态环境整治服务，以及达

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傅伯杰等［１０５］ 基于我国宏观尺度上的生态地域、生态服务、生态

资产、生态敏感性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胁迫等要素的特点和规律，开展了全国的生态区划。 随后，在充分

认识区域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及生态服务空间分异规律的基础上，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１０６—１０７］ 对我国进

行生态功能区划［１０８］，明确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有重要意义的区域，以指导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自然资源有

序开发和产业合理布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保护协调、健康发展。
１．４．２　 中国植被分类系统订正

植被分类是植被地理学研究的基础。 随着学科的发展与知识更新，１９８０ 年出版的《中国植被》中的分类

系统需要订正。 我国老一辈植被生态学家，以及新生代植被生态学工作者，对全国植被分类系统进行了多次

探讨。 如，宋永昌对我国东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类与植被带划分的新认知和新建议［１０９—１１０］，并应用于我国

常绿阔叶林全面研究中［６９］。 在此基础上，他重新考虑我国植被分类的原则和单位，统一了各级单位划分依

据， 增补了高、中、低各等级分类，对中国植被分类系统进行了再调整［１１１—１１２］。 陈灵芝在其著作《中国植物区

系与植被地理》 ［１１３］中，也修订了中国植被分类系统，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植被区划及其划分原则和依据，划分

了中国八大植被区域。 Ｇｕｏ 等［１１４］总结了中国植被分类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指出未来需要从中国植被与世界

植被分类系统的可比性出发，应用定量指标，在无优势种的情况下选择其他指标，以及考虑更精确的农田植被

分类，以综合更新中国的植被分类系统。
１．４．３　 中国植被图与植被志编纂

进入 ２１ 世纪，我国传统植被地理学仍有一些全国性的总结与集成工作，如孙鸿烈主编的著作《中国生态

系统》 ［１１５］，主要以长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为基础，综合研究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最新研究成果，
包括生态系统分类、生态系统结构、生态系统能量与水分和养分循环、生态系统管理与可持续利用等方面。
《中国植物区系与植被地理》 ［１１３］则是对中国植物区系分区系统和中国植被分类系统的重大修订，植被地理学

理论的应用以及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植被响应。 而宋永昌等《中国常绿阔叶林： 分类、生态、保育》 ［６９］，则是

我国区域性植被地理学研究的翘楚；该书详细论述了中国常绿阔叶林在世界植被中的位置、发育的环境条件、
区系特征、分类原则与系统，并按典型常绿阔叶林、季节常绿阔叶林和适雨常绿阔叶林分别介绍它们的分类和

分布，探讨中国常绿阔叶林的历史变迁以及现状与趋势。
１∶１００ 万中国植被图和 １∶６００ 万中国植被区划图的出版［２， １１６—１１７］，标志着我国植被地理学工作的一个新的

里程碑。 该图的编纂始于 １９８３ 年，经过以侯学煜院士和张新时院士先后为主编的三届编辑委员会、全国 ７０
个单位、２６０ 余研究人员耗时近 ３０ 年的努力完成。 中国植被图（１∶１００ 万）有 ６４ 幅、７５７８５ 个图斑，绘制了全国

８６８ 个基本植被分类单位的分布，详细展示了我国植被的分布状况和地理格局，包括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状

况，及其与气候因子和地面环境因子的关系。 中国植被区划图（１∶６００ 万）１ 幅，刻画了我国 ８ 大植被区域的

４６０ 个基本植被区划单位的分布，表现出我国植被的区域性分布和地带性分异。 该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

６００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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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图（１∶１００ 万）》的编研及其数字化”荣获 ２０１１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以表彰其在 ７ 个方面做出的重要

创新和突破：１） 中国植被图（１∶１００ 万）是世界上首部最大和最完备的植被图件；２） 提出以群落外貌、群落优

势种及其生态地理特征为指标的植被综合分类原则，是植被生态学和植被制图的新进展；３） 重新调整和修改

了中国植被区划的八大植被区域的界限；４） 明确提出青藏高原隆起是导致中国植被类型和分布格局发生巨

大变化的根本成因；５） 全面定位中国农业植被的地理分布格局和反映了我国独特的农业植被类型系统；６）
台湾省植被图的编制是中国植被图的重大突破；７） 植被图的数字化引发了制图方法的创新与应用，开启了植

被制图新纪元。
然而，现有中国植被图所利用的资料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前的资料，获取资

料的手段也主要是大规模区域资源考察的路线调查，制图过程主要依靠人工勾绘方式，从而导致现有中国植

被图现实性差、斑块边界不一致等问题，因此亟须开展新一代植被图绘制研究，这就是 ２０１８ 年初启动的中国

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Ａ 类）“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ＣＡＳ⁃Ｅａｒｔｈ）中的一个重要任务［１１８］。 利用全国地

形、气候、植被资源和长时间序列遥感数据，整合众源海量地面调查数据，结合深度学习和遥感技术，绘制新一

代 １∶５０ 万中国植被图，改善现有植被图时效性差、边界不清晰问题，可为我国生态学、地学、资源利用和保护

等学科提供重要基础图件［１１８］。
２０１５ 年启动的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植被志编研”，开启了我国植被地理学工作的新篇章。

该项目预期完成 ８０—１００ 个植被类型的植被志书及其电子产品，形成各区域主要群落志，建立植被综合数据

库、中国植物群落分布图、中国主要植被类型专题样本馆和全国性的标准样地。 目前，植被志预编研工作已经

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中国云杉林》 ［１１９］ 已经正式出版，《中国水青冈林》、《中国南方灌丛》、《中国北方灌

丛》、《中国针茅草原》、《中国小灌木荒漠》、《中国城市植被志》等卷册预编研工作顺利进行。
１．４．４　 古植被地理学

在全国和各省区植被的出版物中，绪论部分都会描述地质与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变迁，但信息均较破碎。
随着我国孢粉学和古植物学的发展，以及孢粉数据库的建立和大尺度古植被定量重建方法的出现，我国古植

被地理学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孢粉学工作者利用较少的全国孢粉记录定

量重建了全新世中期和末次盛冰期的古生物群区［１２０—１２２］。 随后利用更新的孢粉记录和新的全球植物功能型

分类系统与改进的孢粉生物群区化技术，再次重建了我国全新世中期与末次盛冰期的生物群区格局［１２３］，发
现全新世中期和末次盛冰期的古植被格局则与现今有较大的差异；在相对暖湿的全新世中期，我国东部森林

北移，森林⁃灌丛⁃草原界线和森林⁃荒漠界线西推，青藏高原冻原面积缩小，树线升高；而在冷干的末次盛冰期，
我国东部森林南移，温带落叶阔叶林缺少，热带森林从大陆南部消失，温带干旱灌丛、草原和荒漠强烈南移和

东移。 利用全国 ２２８ 个采样点的高质量地层孢粉数据，定量重建了全国 ２ 万年来每 ５００ 年的古生物群区格局

时空动态变化，以及代表性孢粉类群的植物地理特征［１２４］，结果显示，响应气候变化的冷暖与干湿趋势的波

动，中国陆地生物群区在过去的 ２ 万年来发生较大改变；森林生物群区分布区界限的南北向摆动与范围的扩

展或压缩，以及森林⁃草原⁃荒漠界限的东南⁃西北向移动，伴随着物种组成和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变化；人类活动

在全新世末期的影响加剧。
而景观尺度的过去土地覆被变化的定量重建，则是近期古植被地理学的研究前沿。 为达到全国尺度定量

重建的目标，首先需要获取不同植被类型中优势花粉组合的相对花粉产量参数，许清海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花粉产量定量重建我国 ６ｋａ 以来的土地覆被（１ °×１ °）变化”在此方面获得了突破性进

展，相信未来的几年里，我国古土地覆被将全面得以重建。 基于过去与国际上的相对花粉产量估算结果，部分

学者也定量重建了我国北方和东部少部分地区的古土地覆被变化［１２５—１２６］。
Ｚｈａｏ［１２７］全面总结了基于孢粉记录的我国古植被地理研究进展。 根据最新的湖泊与泥炭钻孔、高分辨率

时间标尺和孢粉记录，我国学者近期也集成分析了（定性描述）全国不同区域过去 ２ 万年来古植被变化历史，
包括东北［１２８］、华北平原［１２９］和南方地区［１３０］，发现过去植被的变化受气候条件、地貌景观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

７００６　 １４ 期 　 　 　 倪健　 等：中国植被地理学：从传统植被地理学到功能植被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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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影响。 在南方地区，全新世中期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景观的改变显著［１３１］。 而在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
气候变化驱动的古植被变迁格局，因东西地形的差异而造成差异，突显出地形因素对古植被地理格局的控

制［１３２］。 基于早期孢粉记录的青藏高原地区古植被格局的变化也得到很好总结［１３３］，而最近启动的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Ａ 类）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正在更新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

的孢粉数据，从而全面集成分析和定量重建该地区的古植被地理分布格局。
１．４．５　 植被地理模拟预测与情景分析

在全球变化研究中，植被地理学也拓展到大尺度植被地理分布格局的模拟预测方面。 我国学者于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就较早开始了全国自然和农田生态系统的模拟研究，例如，利用多种植被⁃气候分类系统的全国植

被模拟分析［８５—８８］，２０５０ 年未来气候变化对自然植被的影响及种植制度的改变［１３４］，以及 ２０００—２０５０ 年暖干

气候情景对我国七大农田区域的脆弱性影响及其适应对策［１３５］。
我国学者季劲均创建了一个大气⁃植被相互作用模型 ＡＶＩＭ［１３６］，耦合植物生理模型与土壤⁃植被⁃大气连

续体模型，其改进模型 ＡＶＩＭ２ 可很好模拟预测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响应气候变化的脆弱性［１３７］。 延晓东建立了

森林林窗模型 ＦＡＲＥＡＳＴ［１３８］，成功应用于模拟欧亚大陆东部（包括中国东北地区）森林的演替动态及气候变

化对森林物种组成变化的影响。 而其它全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格局模拟和情景预测，大都采用国际上

常用的陆地生物圈模型开展工作，比如静态生物地理模型 ＢＩＯＭＥ３［１３９—１４０］和 ＢＩＯＭＥ４［１４１—１４３］、ＭＡＰＳＳ［１４４］，以及

动态全球植被模型 ＬＰＪ⁃ＤＧＶＭ［１４５—１４６］。
基于植被⁃气候关系模拟的我国潜在植被的地理分布分布格局，都较好地反映了我国植被地理的总体分

布趋势［１４０—１４４］。 而基于未来气候变化情景所模拟的生态系统脆弱性，以及预测的我国植被地理分布格局的

变化，以及生产力和碳收支功能的变化［１４０， １４３， １４７—１４９］，则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对策分析奠定了科学基础。
气候变化也将引起我国农业生态系统的变化，除了粮食产量波动、增加粮食安全风险之外，从植被地理学角度

来看，农作物和其它经济植物种植格局的变化，以及种植制度的改变，将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１５０］。
１．４．６　 功能植被地理学：植物功能性状和生态化学计量学

作为植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内在生理与外在形态特征，植物性状不仅能够客观表达植物对外部环

境的响应和适应性，也能反映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征，从而将环境、植物个体和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有机

联系起来，因此是注入植被地理学研究的新鲜血液，是全球变化背景下的功能植被地理学的重要方向。
我国植物功能性状的研究起步于约 ２００５ 年，而在最近的 ５ 年内得以爆炸式发展，各种植物性状指标、不

同区域的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各种环境梯度等均得到涉猎探究，发表了诸多中英文文章，并在全球首次提出了

“生态系统性状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ｉｔｓ”的概念［１５１］，将群落水平的植物功能性状拓展到生态系统水平，将功能性状与

宏生态学联结，研究区域和全球尺度的生态系统响应与反馈。 在植物叶片氮和磷的生态化学计量学［１５２］以及

根系功能性状的全球研究［１５３］等方面，引领国际研究前沿。 在植物性状和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的地理格局及

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或沿环境梯度的格局变化，也作出了积极贡献，包括全国尺度［１５４—１５５］、青藏高原［１５６］、中
国东北样带［１５７］、中国南北样带［１５８—１６３］、北方草原至荒漠区域［１６４—１６５］等，这必将成为传统植被地理学与现代全

球变化生态学研究的结合点。 而且，以植物功能型为基础的全球植被动态模型正在发展为以植物功能性状为

基础的下一代植被模型，植物功能性状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与环境关系的深入研究，必将在下一代植被模型

的建立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也必将为功能植被地理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２　 结论与展望

经过过去近百年的发展，我国的植被地理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存在基础研究不够精细，与国际

前沿尚有差距，后备人才乏力等问题。 因此，立足中国多样化的植被类型，精细而深入地开展更广泛的植被地

理学研究，仍然是今后需要努力的。 笔者建议，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２．１　 加强更多精细化的植被地理学研究，编纂新一代中国植被图与中国植被志

经过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生态学工作者的努力，基本摸清了全国植被地理分布格局及其驱动因素，在宏观

８００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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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上把握了全国植被地理概况，然而，很多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第一，随着气候的变化与人类活动

的加剧，全国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早期调查资料的植被图信息也很可能已经改变，例如

在过去的 ５０ 年里，调查发现长芒草（Ｓｔｉｐａ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草原因农耕和放牧而退缩与片断化［１６６］。 第二，很多植被

地理学的基础性研究开展不足，过去的植被调查和植被制图较为粗糙，斑块边界模糊和实时性较差［１１８］，限制

了对区域性、小尺度上植被地理格局及其自然和人为驱动机制的更好理解。 第三，新的遥感技术的发展，以高

空间分辨率和高光谱为特征、以激光雷达为前沿发展方向的综合遥感［１６７—１６８］，为绘制更加精细、准确的植被

图开辟了新途径。 因此，更新、编纂新一代植被图，绘制小比例尺的全国与区域植被图，同时尽快建立一套既

适合我国植被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植被分类系统［１６９］，以此为基础编纂《中国植被志》 ［１７０］，并开展更多

机理性的植被地理学研究，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２．２　 深入开展人类干扰的植被地理学研究

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进入全新世以来。 而从 １７００ 年至今，人类已经干扰了

全球 ７５％的陆地面积，形成人类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的“人为（干扰）生物群区（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Ｂｉｏｍｅ）” ［１７１—１７４］。
而当今全球环境的变化，包括土地与海洋的利用变化、生物直接利用（包括捕猎、捕鱼与伐木）、气候变化、污
染、外来物种入侵等，导致约有 ２５％的陆生、淡水和海洋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和植物群濒临灭绝，并且灭绝

速度正在加快［１７５］。 由此，全球植被地理格局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环
境变化的背景下，如何深入开展人类干扰之下的我国植被地理格局变化及其与变化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

究，量化与评估人为干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其与环境变化的驱动机制，恢复和修复受损生态系统，也是

现代植被地理学的一个新挑战。
２．３　 以植物性状研究为契机，拓展宏观功能植被地理学研究

植物性状对研究物种共存、群落构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模拟和预测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对生

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政策的制定等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我国

具有疆域广阔，地理环境复杂，生物气候带齐全，物种多样性丰富，植被类型完善的优势，为拓展全球植物功能

性状谱分析［１７６—１７７］与全球性状制图［１７８—１７９］，需要贡献更多的生物群区和物种的性状记录，以快速完善全球和

中国区域性状数据库［１８０—１８２］。 在以植物功能型为基础的全球植被动态模型［１８３］ 发展为以植物功能性状为基

础的下一代植被模型［１８４］过程中，植物功能性状正在扮演关键角色［１８５—１９３］，中国区域植物性状数据［１８２］的加入

以及中国学者的贡献，将为全球新下一代植被模型的发展添砖加瓦［１９４—１９５］。 从单点和少点研究拓展到区域

和洲际乃至全球尺度的性状分析，从单个物种性状到生态系统性状，从静态单时间的性状观测到长期定位研

究长时间尺度的性状变化，从自然生态系统性状到人为干扰生态系统的性状分析，以及地下根系性状及其与

环境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２．４　 开展长期（定位）乃至网络化的功能植被地理学研究，交叉融合谱系植物地理学

植被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短期植被变化的研究不利于深层次挖掘植被变化的生态学机制。 因此，需要

跨时间尺度，从实时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数月到几十年，关注生物及其与环境相互作用），第四纪（Ｑ⁃ｔｉｍｅ，百年到千

年，关注群落与生态系统演替、迁移、灭绝），最终到深时（Ｄｅｅｐ⁃ｔｉｍｅ，万年至十万年之上，百万年到千万年，关
注进化、大尺度地理格局变化），将现代生态学的短期变化与古生态学的长期变化相融合，揭示生态系统的真

正长期的动态变化［１９６—２００］。 来自孢粉和植物大化石的证据已表明，我国第四纪植被地理格局发生过较大波

动［１２４， １３０—１３１］，野外调查和遥感分析也发现，最近 ５０ 年来我国一些地区的植被格局也在发生变化［１６６］。 因此，
如何将古植被地理学与现代植被地理学糅合在一起，实现真正的长期植被地理学研究，达到预测未来植被地

理变化的目的，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植被地理学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尤其是站点定位乃至网络化研

究，发挥我国地域辽阔，气候类型多样，生态系统复杂的优势，组成一体化的空间协同式研究网络，从不同的时

间和空间尺度探讨我国植被的地理格局变迁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因此，对植被地理学工作来说，也需要开展长期的功能植被地理学定位研究，将古生态学和现代生态学结

９００６　 １４ 期 　 　 　 倪健　 等：中国植被地理学：从传统植被地理学到功能植被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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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阐述百年、千年和万年时间尺度上我国宏观植被地理格局的过去演化、现代状况并预测未来情景。 同

时，将传统的植被地理学与新兴的谱系地理学相结合，除了揭示功能植被地理格局及其变化，还要深入探讨植

被地理格局及其功能形成与发展的遗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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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６　 １４ 期 　 　 　 倪健　 等：中国植被地理学：从传统植被地理学到功能植被地理学 　


